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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指数测度与时空演进

廖　 斌,韩　 雷

(湘潭大学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0015)

摘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着力点。 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这一逻辑起

点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利用两期修正混合距离 Luenberger 生产率

模型测算中国 284 个城市 2011—2022 年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并从要素投入集

约和产出结构优化两个维度揭示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支撑结构。 研究发现:
12 年来,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明显上升,支撑结构呈逐渐优化趋势,由资本和经

济增长组成的旧“双轮驱动”结构,向新业态培育和发展均衡组成的新“双轮驱动”结

构,再到以新业态培育、数据要素和发展均衡组成的“三轮驱动”结构转变。 三级城

市群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均有所上升,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明显且支撑结构变动

各异,其中,国家级城市群驱动支撑结构从“双轮驱动”转为“三轮驱动” ,区域性城

市群驱动支撑结构由“单轮驱动”转为“双轮驱动” ,地区性城市群驱动支撑始终保持

“双轮驱动” ,但是主导因子污染治理和均衡发展转变为污染治理和能源。 新质生产

力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多点镶嵌—极点散射”的动态演化过程,且新质生

产力发展指数由“低水平、低差距”逐步向“高水平、高差距” 转变。 为此,应从扫平

新质生产力发展障碍、因地制宜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强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协调

关联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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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生产力是社会制度变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

决定力量。 为更好地拥抱世界、参与国际竞争与

合作,党中央对发展新质生产力高度重视并进行

了深远谋划,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作为技术创新的前

沿阵地和产业集群的关键载体,城市可依托丰富

的创新资源和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为新质生产力

发展厚植沃土,其不仅是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排头兵,更是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

机制的重要策源地。 因此,准确测度我国城市新

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揭示当前城市新质生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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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状、区域差异及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有利于

深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认识,为新时代推进新

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依据。
现有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采用定性方法

集中探讨了其理论内涵、概念逻辑和实现路径,
而关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量化研究较少,
且研究对象多聚焦省域,研究思路主要是从劳

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大维度出发进行

综合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局限于熵权法、Topic
等评价方法。 如,董庆前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

劳动资料等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对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

发展水平进行测度[1] ;韩文龙等进一步将新劳

动力、新劳动对象和新生产资料界定为实体性

要素,将新技术、新生产组织和数据要素界定为

渗透性要素,从而基于实体性要素和渗透性要

素的交互视角构建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并运用熵权法测算了中国省域层面的新质

生产力发展水平[2] 。 然而,现有研究尚存如下

可拓展空间:第一,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研究主

要关注中国省域层面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状况,
鲜有文献基于市域视角定量评估并比较分析城

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态变化趋势及异质性特

征,难以揭示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态

演化特征及异质性特征。 第二,在研究思路上,
现有研究均仅从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出发评

估新质生产力发展状态,尚未从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目标表征视角出发,将“新质生产力发展

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作为逻辑起

点,进而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构建指标体系

测度新质生产力发展状况。 第三,在研究方法

上,现有用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

多将新质生产力的演变视作黑箱,对于新质生

产力的支撑结构关注较少,难以反映我国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短板及比较优势。
基于此,本研究在界定并拓展新质生产力

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蕴含“充分体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理念和诉求,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化

提升,最终发挥社会发展不均衡、环境污染破坏

等现实困境破解效应”这一思想内涵的新质生

产力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综合指数评价指

标体 系。 其 后, 利 用 两 期 修 正 混 合 距 离

Luenberger 生产率模型测算我国 284 个城市

2011—2022 年的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及

支撑结构,并系统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

动态演化、异质性特征及空间格局。 此次研究

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一是综合考虑经济增长、
结构优化、社会公平和环境协调等多重诉求,尝
试构建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中国新质生产力

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效率分解剖析

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投入扩张和产出结构调

整的互动机制。 二是利用两期修正混合距离

Luenberger 生产率模型,有效处理跨期技术前

沿设定偏误和生产率测度误差,以确保更精

准科学地把握我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

状、趋势及支撑结构。 三是充分考虑日益凸

显的城市群差异,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

的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测度模型,有效

揭示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指

数及其支撑结构上的演变差异,为各区域因

地制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而促进区域协

调提供决策支持。

二、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的测度指标体系及方法

　 　 1. 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测度指标体系

(1)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涵界定

现有研究视角主要有三大类:生产力构成

视角[3-4] 、新旧生产力比较视角[5-6] 以及生产系

统响应视角[7-8] 。 尽管视角不同,但是对新质

生产力的生成逻辑和目标取向达成了初步共

识:其一,在我国生产力提升面临发达国家“先

进技术封锁”和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低成本

挤压”的双重挑战下,以颠覆性技术主导生产

关系变革,推动先进生产力跃升,既是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和支持,又是中国面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制

高点的必然选择。 其二,新质生产力发展是一

个多维度的综合概念,强调劳动力、劳动对象、
劳动资料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目标

取向是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因此,本研究认为

新质生产力发展应充分体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理

念和诉求,科学考量和识别新质生产力发展状

态,既要考虑在特定经济结构下新质生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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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化能力,也要反映新质

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发展不均衡、环境污染破坏

等现实困境的破解效应。
本研究将“新质生产力发展”界定为:以技

术颠覆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现代化产

业体系构建为抓手,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

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表征,贯彻新发展理

念并服务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一种先进生产

力质态的形成过程。 微观上,新质生产力发展强

调信息、数据等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集合的丰富

及与传统要素的组合,不断提高微观主体的经济

效益和全要素生产率;中观上,新质生产力发展

重视对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与产业联动的引导;宏观

上,新质生产力发展注重内涵式发展和可持续发

展,强调对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的扬弃及对社会

均衡的向往,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生态属性和公

平属性。 特别地,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将呈现以

生产力跃迁为表征、以颠覆性创新为驱动、以现

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四大

特征,其内在逻辑如图 1 所示。

图 1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2)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涵拓展及其综合

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以微观视角切入发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旨

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加快推进生

产关系深度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根本标志,因此从结果

导向来看,新质生产力发展状态的重要衡量标

准便是能否实现要素投入和产出结构在互动影

响中的动态平衡,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升。 基于此,考虑到新发展理念对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稳定、结构优化、社会公平和环境协调的

新要求,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涵进一步扩展

为推动增长稳定性、结构优化性、社会公平性和

环境协调性大幅跃升,从而优化全要素生产率

的过程。 其中,增长稳定性不仅要求推动生产

过程实现“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还要提

高要素投入质量和要素组合效率,增加数据等

新的生产要素并强化数据要素对其他传统要素

的乘数效应。 结构优化性强调新质生产力要实

现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相匹配的效率提

升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不仅在于促进要素

规模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稳定,更在于产出结

构优化效应和要素投入集约效应的耦合协调,
以此来破解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发展不充

分不平衡难题。 社会公平性的核心在于响应共

同富裕号召,深化“协调”与“共享”两大发展理

念,通过对社会资源分配的合理调整,破除区域

经济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 环境协调性要求摒

弃传统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褐色经济发展

模式,重塑人与山水自然的友好关系,避免短视

的经济行为对环境造成长远的破坏,强化经济

发展的可持续性。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

新质生产力发展状态的重要表征,而综合考虑

经济增长、结构优化、社会公平和环境协调等多

重诉求,进而测算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新质

生产力发展指数可以较为科学、合理地评估新

质生产力发展状况。 因此,本研究构建了一个

以资本、劳动力、能源、新业态培育和数据为投

入端变量,以经济发展为期望产出,以环境污染

和发展失衡为非期望产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

数评价指标体系(表 1)。
2.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测度模型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假设存在 N 个决策单

元,其中任意决策单元的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
动、能源、新业态培育和数据要素,分别以 K、L、
E、UC 和 D 表示;产出要素包括地区生产总值、
环境污染和发展失衡,分别以 G、EP 和 I 表示。
当存在生产技术 T,能够将投入 X t

n 转化为产出

XYt
n,则生产集可表示为

T=
 

K t
nLt

nUC t
nE t

nDt
nG t

n-EP t
nItn( ) ∶ K t

nLt
nUC t

nE t
nDt

n( ) → G t
n-EP t

nItn( ){ } (1)

·721·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6 期

表 1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资本投入 物质资本存量 以 2010 年为基期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劳动投入 人力资本存量 年末从业人数×平均受教育年限

能源投入 能源消耗 各类能源折算后的能源消耗总量

新业态
培育投入

战略性新兴
产业规模

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通过主营业务匹配筛选得到战略性新兴企业数量

未来产业规模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通过主营业务匹配
筛选得到未来企业数量

数据要素
投入

数据基础设施

数据技术开发

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 / 年末常住人口

长途光缆长度 / 国土面积

数字专利申请数

数字专利平均被引用次数

期望产出 实际 GDP 以 2010 年为基期对城市 GDP 进行平减处理得到

非期望产出
环境污染

工业污染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的综合指数

农业污染 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

碳排放 计算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后,加总得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非期望产出
发展失衡

城乡差距

区域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比)

区域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均值作差后的绝对值 / 全国均值)

区域城市居民消费差距(城市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全国均值作差后的绝对值 / 全国均值)

区域农村居民消费差距(城市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全国均值作差后的绝对值 / 全国均值)

　 　 鉴于该生产集合属于多投入多产出问题,因
此引入非参数增长分析框架和方向性距离函
数[9] ,将上述生产关系转化为如下投入产出模型:

γ∗ = Min
θt,λt,αt-

θ -εx
1

∑
X

x = 1
w -

x

∑
X

x = 1

w -
x s

-
x

Xx0

δ -εy
1

∑
Y

y = 1
w +

y

∑
X

x = 1

w -
y s

-
y

Yy0

(2)

s. t.
θXx0 -Xλ +s - =0
Yλ -δYy0 -s + =0
λ ≥0 ,s - ≥0 ,δ ≥1 ,θ t

x ≤1

ì

î

í

ï
ï

ï
ï

(3)

式中:γ∗为所测算的系统最终效率值;θ、δ 为不

同径向模型计算的效率值;s-
x 、s-

y 为投入和产出

的松弛向量;w-
x 、w-

y 为投入和产出变量的权重

且满足约束条件 ∑
X

x = 1
w -

x = 1(w -
x ≥ 0,∀X) 和

∑
Y

y = 1
w -

y = 1(w -
y ≥ 0,∀Y); εx、εy 为径向变动比

例和非径向的松弛变量。
鉴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存在两期生产技术特征,因此借鉴 Pastor 等

的研究[10] ,将连续两个时期的生产技术组合形成

新的凸集 TB =(Tt,Tt+1)。 此时,求解公式(2)可得

到两期混合距离函数及决策单元在 t 期时的新质

生产力发展指数(DBt
n,t)的 DEA 形式求解模型:

  

DBt
n,t K t

nLt
nUC t

nE t
nDt

nG t
nEP t

nItn;gt( ) =Min(βBt
n =ωKβBt

nK +ω LβBt
nL +ωUCβBt

nUC +ωEβBt
nE +ωDβBt

nD +

　 　 　 　 　 　 　 　 　 　 　 　 　 ωGβBt
nG +ωEPβBt

nEP +ω IβBt
nI)

  

s. t. 　 ∑
N

n = 1
Zt

nKt
n + ∑

N

n = 1
Zt+1

n Kt+1
n ≤Kt

n -βBt
nKgt

nK,∑
N

n = 1
Zt

nLt
n + ∑

N

n = 1
Zt+1

n Lt+1
n ≤Lt

n -βBt
nLgt

nL,

　 　 ∑
N

n = 1
Zt

nEt
n + ∑

N

n = 1
Zt+1

n Et+1
n ≤Et

n -βBt
nEgt

nE,∑
N

n = 1
Zt

nUCt
n + ∑

N

n = 1
Zt+1

n UCt+1
n ≤UCt

n -βBt
nUCgt

nUC,

　 　 ∑
N

n = 1
Zt

nGt
n + ∑

N

n = 1
Zt+1

n Gt+1
n ≥Gt

n -βBt
nGgt

nG,∑
N

n = 1
Zt

nEPt
n + ∑

N

n = 1
Zt+1

n EPt+1
n ≤EPt

n -βBt
nEPgt

nEP,

　 　 ∑
N

n = 1
Zt

nItn + ∑
N

n = 1
Zt+1

n It+1
n ≥Itn -βBt

nIgt
nI,Zn ≥0,βBt

nK ≥0,βBt
nL ≥0,βBt

nUC ≥0,βBt
nE ≥0,βBt

nD ≥0,

　 　 βBt
nG ≥0,βBt

nEP ≥0,βBt
nI ≥0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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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左边为利用凸集构建的两期生产技术,右
边为变量实际观测值相较于决策单元达到帕累

托前沿面时所需要调整的冗余或不足。 参考

Zhang 等做法[11] ,令 g = ( -gK,-gL,-gUC,-gE,
-gD,-gG,-gEP,-gI ) 为各变量的方向向量,则
β= () T ≥0 为各变量的方向距离值,其值越大,
效率水平越高。 ω = ( ) T ≥0 为各变量的权重,
参照邵帅等的做法[12] ,对各变量权重进行均等

化处理。
基于上述模型,参照 Luenberger 生产率测

算模型[13] , 进一步提出两期修正混合距离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EPL) (以下简称新

质生产力发展指数)。 公式如下:

ELPt+1
n,t = 1

2 { [DBt
n,t(Kt

nLt
nUCt

nEt
nDt

nGt
nEPt

nItn;gt) -

DBt
n,t+1(Kt+1

n Lt+1
n UCt+1

n Et+1
n Dt+1

n Gt+1
n EPt+1

n It+1
n ;gt)] +

[DBt+1
n,t (Kt

nLt
nUCt

nEt
nDt

nGt
nEPt

nItn;gt+1) -DBt+1
n,t+1

(Kt+1
n Lt+1

n UCt+1
n Et+1

n Dt+1
n Gt+1

n EPt+1
n It+1

n ;gt+1)] }
(5)

为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支撑结构,
参照张宁的做法[14] ,进一步将 EPL 指数分解

为投入约束效应 ( ELIP ) 和产出优化效应

(ELOP)。 公式如下:
ELPt+1

t =ELIPt+1
K,t+ELIPt+1

L,t +ELIPt+1
UC,t+ELIPt+1

E,t+

ELIPt+1
D,t+ELOP t+1

G,t+ELOP t+1
EP,t+ELOP t+1

I,t (6)
式中:ELIP 为投入端所产生集约效应对 EPL 变

化的总体贡献,可进一步分解为资本集约效应

(ELIP t+1
K,t)、劳动力集约效应(ELIP t+1

L,t )、能源集

约效 应 ( ELIP t+1
E,t )、 新 业 态 培 育 集 约 效 应

(ELIP t+1
UC,t ) 及数据要素集约效应 ( ELIP t+1

D,t );
ELOP 为产出端所产生产出优化效应对 EPL 变

化的总体贡献,可进一步分解为经济增长效应

(ELOP t+1
G,t)、污染治理效应(ELOP t+1

EP,t)和发展平

衡效应(ELOP t+1
I,t )。

3. 数据说明

研究样本为我国 284 个地级市,其中西藏

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

湾省数据不易获取予以剔除。 原始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

库、EPS 数据库、智慧芽网站、天眼查网站及企

查查网站等。 个别年份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和

线性趋势法计算近似值补足。

三、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的演化趋势及其支撑结构

　 　 1. 全国层面

(1)全国层面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演化

趋势

由图 2 可看出,2011—2022 年我国新质生

产力发展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从 2011 年的

0. 214 上 升 至 2022 年 的 0. 263, 增 幅 达

22. 89%,年均增速约为 1. 91%,表明我国新质

生产力发展指数向好发展。 其中,2012—2013
年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有所下降,这可能与中

国经济发展动力转换以及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密

切相关。 2013 年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分水岭,1978—2012 年中国经济

平均增速高达 9. 9%,而进入 2013 年,中国经济

增速放缓以推动经济从粗放式发展向可持续发

展转型,此后我国经济年均增速降至 7. 0%。
这一阶段恰好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初期,经济增

长放缓对新质生产力发展造成了一定冲击,因
而导致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轻微波动。 2020
年以后,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明显提升,2020—
2021 年新质生产力指数年均增速达到 4. 65%,
可能原因如下:2020 年是我国科学技术迅速发

展的一年,就研发投入而言,我国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投入总额达到 24
 

393. 1 亿元,相
比 2019 年增长了 10. 2%;就研发产出而言,我
国当年在生成式人工智能、5G、高性能计算、量
子计算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科学技术投入

的增加和颠覆性技术的涌现推动了新质生产力

的迅速发展。

图 2　 2011—2022 年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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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层面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支撑结

构变化趋势

为进一步阐述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变动

的原因,通过式(6)测算各个投入变量的投入集约

效应和各个产出变量的产出优化效应,从而得到

资本、劳动力、能源、新业态培育、数据要素、经济

增长、污染治理和发展平衡 8 个一级指标对新质

生产力发展指数的贡献率。 图 3 给出了新质生产

力发展指数支撑结构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2011
年资本、劳动力、能源、新业态培育、数据要素、经
济增长、污染治理和发展平衡对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的贡献率分别为 25. 39%、1. 12%、14. 53%、
15. 93%、1. 02%、25. 71%、3. 59%、12. 71%,呈现以

资本和经济增长为主导的“双轮驱动型”支撑结

构,劳动力和数据要素为显著短板,且要素投入集

约效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增长的贡献远高

于产出优化效应;至 2016 年,资本、劳动力、能
源、新业态培育、数据要素、经济增长、污染治理

和发展平衡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贡献率分

别为 11. 20%、11. 10%、7. 07%、19. 12%、7. 07%、
13. 80%、11. 70%和 18. 94%,表现为新业态培育

和发展平衡为主导的“双轮驱动型”支撑结构,
支撑结构进一步优化,且要素投入集约效应对新

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增长的贡献差距逐渐缩小;至
2022 年,资本、劳动力、能源、新业态培育、数据

要素、经济增长、污染治理和发展平衡对新质生

产力 发 展 指 数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5. 74%、
10. 64%、 6. 01%、 20. 11%、 18. 50%、 10. 01%、
8. 60%、20. 39%,表现为新业态培育、数据要素

和发展平衡为主导的“三轮驱动型” 稳定支撑

结构,同时要素投入集约效应对新质生产力发

展指数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

图 3　 2011—2022 年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的支撑结构变化趋势

由此可见,2011—2022 年我国新质生产力

发展指数的支撑结构不断优化,由资本和经济

增长组成的旧“双轮驱动” 结构向新业态培育

和发展均衡组成的新“双轮驱动”,再到以新业

态培育、数据要素和发展均衡组成的“三轮驱

动”转变。 可能的原因如下:2011 年,中国自主

创新能力不足,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本高且缺乏

研发资金,因而此阶段的资本和经济增长通过

研发资本注入和创新财政支持的方式支撑新质

生产力发展。 至 2016 年,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

建设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

化两大政策推动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快

速成长,加之作为“十三五” 的开篇之年,该年

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

重大工程,出台了《“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及

一系列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区域性发展规

划,旨在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国家对均衡

发展的重视达到新的高度,因此这一阶段的新

业态培育和均衡发展通过提供支撑载体和加速

新型劳动者队伍建设、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等形

式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至 2022 年,中国数字

经济得到飞速发展,数据要素参与改造生产函

数的效用日益明显,加之国家对培育未来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加上

对全面建成共同富裕的决心不断深化,新业态

培育、数据要素和发展均衡开始通过生产过程

数据赋能、新业态牵引以及社会稳定导向等更

高级动能形式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2. 三大城市群层面

(1)三大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演

化趋势

由图 4 可知, 2011—2022 年国家级城市

群、区域性城市群和地区性城市群的新质生产

力发展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是区域差异

较为明显:国家级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

从 2011 年的 0. 232 增长至 2022 年的 0. 330,增
幅达到 42. 24%,年均增速约为 3. 52%;区域性

城市群从 2011 年的 0. 213 增长至 2022 年的

0. 240,增 幅 达 到 12. 67%, 年 均 增 速 约 为

1. 05%;地区性城市群从 2011 年的 0. 198 增加

至 2022 年的 0. 235,增幅达到 18. 68%,年均增

速约为 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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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1—2022 年我国三级城市群新质
生产力发展指数变化趋势

与图 2 对比可知,国家级城市群的新质生

产力发展指数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性

城市群在 2013 年前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

2013 年后逐渐被全国平均水平拉开差距,而地

区性城市群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此外,从
区域之间的差距变化来看,2011 年区域性城市

群和地区性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分别

为国家级城市群的 91. 81%和 85. 34%,而 2022
年区域性城市群和地区性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

发展指数分别仅为国家级城市群的 72. 72%和

71. 21%,由此反映了国家级城市群与其他两类

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差距的扩大趋势,
以及区域性城市群和地区性城市群新质生产力

发展指数差距的缩小趋势。 2011—2022 年,三
类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均有所上升,
但是区域之间的异质性特征变动较为明显,由
2011 年的“国家级城市群>区域性城市群>地区

性城市群”三级阶梯差异转为了 2022 年的“国

家级城市群>区域性城市群≈地区性城市群”
二级阶梯差异。

(2)三大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演

化趋势

图 5 给出了国家级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的支撑结构变化。 2011 年,资本、劳动力、
能源、新业态培育、数据要素、经济增长、污染治

理和发展平衡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贡献率

分别为 21. 15%、 6. 50%、 13. 12%、 16. 58%、
2. 21%、20. 94%、6. 30%、13. 20%,呈现以资本

和经济增长为主导的“双轮驱动”支撑结构,数
据要素是明显短板,此阶段投入集约效应对新

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增长的贡献达到 59. 56%,
而产出优化效应的贡献仅为 40. 44%,前者明

显大于后者。 至 2016 年,资本、劳动力、能源、

新业态培育、数据要素、经济增长、污染治理和

发展平衡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贡献率分别

为 11. 34%、11. 22%、6. 02%、19. 08%、8. 25%、
13. 56%、10. 64%、19. 89%,呈现以新业态培育

和发展均衡为主导的“双轮驱动”支撑结构,数
据要素的短板效应得到改善,同时此阶段投入

集约效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增长的贡献为

55. 91%,而产出优化效应的贡献仅为 44. 09%,
二者差距有所缩小。 至 2022 年,资本、劳动力、
能源、新业态培育、数据要素、经济增长、污染治

理和发展平衡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贡献率

分别为 9. 88%、 12. 76%、 2. 96%、 20. 07%、
18. 48%、10. 97%、4. 54%、20. 34%,呈现以新业

态培育、数据要素和发展平衡为主导的“三轮

驱动”稳定支撑结构,能源成为新的制约短板,
同时此阶段的投入集约效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增长的贡献为 64. 15%,而产出优化效应

的贡献仅为 35. 85%,二者差距进一步扩大。

图 5　 2011—2022 年国家级城市群新质生产力
发展指数的支撑结构变化趋势

进一步分析以上结果可得如下启示:其一,
驱动支撑结构从“双轮驱动”转为“三轮驱动”,
意味着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用将越来越稳

定,越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其二,
数据要素从制约短板转为引领要素,体现了国

家级城市群对数据要素投入集约能力的不断强

化,这不仅与国家级城市群日益完善数据基础

设施所带来的数据收集和捕获能力有关,更源

自国家级城市群汇聚先进数据创新要素所带来

的数据技术创新效应。 其三,能源对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下降反映投入集约效应

欠佳,可能的原因是大规模信息技术建设和人

口密集导致了国家级城市群能源消耗负荷

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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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给出了区域性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的支撑结构变化。 2011 年资本、劳动力、
能源、新业态培育、数据要素、经济增长、污染治

理和发展平衡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贡献率

分别为 25. 53%、 3. 14%、 16. 48%、 12. 89%、
1. 21%、14. 00%、13. 11%、13. 64%,呈现资本为

主导的“单轮驱动”支撑结构,数据要素为明显

短板,此阶段投入集约效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增长的贡献达到 59. 25%,而产出优化效

应的贡献仅为 40. 75%,前者明显大于后者。
至 2016 年,资本、劳动力、能源、新业态培育、数
据要素、经济增长、污染治理和发展平衡对新质

生产力发展指数的贡献率分别为 20. 45%、
8. 33%、 8. 02%、 13. 07%、 2. 05%、 11. 56%、
15. 62%、20. 90%,表现为资本和均衡发展为主

导的“双轮驱动型”支撑结构,数据要素短板改

善幅度不大,此阶段投入集约效应对新质生产

力发展指数增长的贡献达 51. 92%,而产出优

化效应的贡献仅为 49. 08%, 二者接近。 至

2022 年,资本、劳动力、能源、新业态培育、数据

要素、经济增长、污染治理和发展平衡对新质生

产力 发 展 指 数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7. 79%、
10. 50%、 4. 96%、 21. 07%、 3. 51%、 8. 20%、
15. 72%、28. 25%,呈现以新业态培育和均衡发

展为主导的“双轮驱动”支撑结构,数据要素短

板有所改善,此阶段投入集约效应对新质生产

力发展指数增长的贡献达到 47. 83%,而产出

优化效应的贡献仅为 52. 17%,后者超过前者。

图 6　 2011—2022 年区域性城市群新质生产力
发展指数的支撑结构变化趋势

进一步分析以上结果可得到如下启示:其
一,驱动支撑结构由“单轮驱动”转为“双轮驱

动”,意味着新业态培育和均衡发展对新质生

产力的支撑作用将越来越稳定。 其二,数据要

素的短板效应逐渐缓解,但是速度较慢,研究期

间,数据要素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贡献度

由 2011 年的 1. 20%增加至 2022 年的 3. 51%,
仅增长 1. 31%,增速较小,意味着未来一段时

间内,数据要素都将是区域性城市群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其三,区域性城市群

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变动在研究期内经历了投

入集约效应主导向产出优化效应主导转型,一
方面应看到区域性城市群在经济增长、环境治

理和均衡发展方面的成绩,另一方面也要关注

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入端是否出现了导致投

入集约效应下降的要素冗余问题。
图 7 给出了地区性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的支撑结构变化。 2011 年,资本、劳动力、
能源、新业态培育、数据要素、经济增长、污染治

理和发展平衡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贡献率

分别 为 3. 53%、 3. 14%、 17. 74%、 7. 89%、
2. 25%、16. 94%、24. 49%、24. 02%,呈现污染治

理和均衡发展主导的“双轮驱动”支撑结构,资
本、劳动力和数据要素的短板效应较为明显,此
阶段投入集约效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增长

的贡献达到 34. 55%,而产出优化效应的贡献

仅为 65. 45%,后者明显大于前者。 至 2016 年,
资本、劳动力、能源、新业态培育、数据要素、经
济增长、污染治理和发展平衡对新质生产力发

展指 数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2. 11%、 1. 95%、
24. 90%、11. 07%、 3. 30%、 13. 81%、 29. 64%、
13. 22%,呈现污染治理和能源主导的“双轮驱

动”支撑结构,资本和劳动力的短板效应进一

步加剧,但数据要素的短板效应有所缓解,此阶

段投入集约效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增长的

贡献达到 43. 33%,而产出优化效应的贡献仅

为 56. 67%,后者明显大于前者。 至 2022 年,资
本、劳动力、能源、新业态培育、数据要素、经济

增长、污染治理和发展平衡对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的贡献率分别为 2. 80%、0. 53%、25. 34%、
12. 07%、4. 76%、10. 45%、33. 55%、10. 50%,仍
然呈现污染治理和能源主导的“双轮驱动” 支

撑结构,但劳动力的短板效应再次加剧,成为最

大制约短板,资本的短板效应相较 2016 年有所

缓解,此阶段投入集约效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增长的贡献达到 45. 50%,而产出优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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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贡献仅为 54. 50%,后者明显大于前者。

图 7　 2011—2022 年地区性城市群新质生产力
发展指数的支撑结构变化趋势

进一步分析以上结果可得到如下启示:其
一,驱动支撑结构由污染治理和均衡发展主导

的“双轮驱动”转为污染治理和能源主导的“双

轮驱动”,主导要素发生置换,能源投入的支撑

作用不断增强,可归因于新能源产业布局调整

与规模集聚为地区性城市群提供了产业优势和

能源优势。 其二,劳动力的短板效应不断加剧。
研究期内,劳动力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贡

献度由 2011 年的 3. 14% 下降至 2022 年的

0. 53%,减少了 2. 61%,意味着地区性城市群在

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不断加剧的高素

质劳动力短缺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发

展分化导致的人才流失现象。 其三,地区性城

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变动始终是产出优

化效应为主,这意味着该类城市群的投入集约

效应较低,对投入资源的利用能力不强,可能原

因是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尚缺乏颠覆

性技术突破能力,难以依托先进技术改造生产

关系,导致了投入集约效应的不足。

四、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新质生产力

发展指数的空间特征

　 　 1. 时空格局分析

利用 ArcGIS10. 7 软件将所测算的新质生

产力发展指数均值映射到城市地图,可以分析

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 结果显

示,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均值呈现明显的空间

分异特征,其中高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城市主

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国家级城市群中,长
三角和珠三角中的集聚最为明显。 此外,“胡

焕庸线”以西的广大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及

东北地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洼地,呈现

低值城市连片集聚特征。
将研究起始年份 ( 2011 年) 和结束年份

(2022 年)两个截面的数据进行空间映射,结果

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呈

“多点镶嵌—极点散射”的动态演化过程,新质

生产力发展指数由“低水平、低差距” 逐步向

“高水平、高差距”转变。 具体而言:2011 年新

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整体偏低,最大值区间仅为

[0. 289
 

017,0. 457
 

067],区域之间的差异相对

较小;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较高的城市均衡地

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高值城

市呈点状分布,最低值和中间值城市交叉分布。
2022 年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区域差异明显扩

大,最大值区间变为[0. 592
 

658,1. 000
 

000],此
外高值城市明显向发达地区城市群集聚、中间值

城市明显减少、低值城市数量明显增多,最终导

致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化加剧。 原

因可能是: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大规模外商投资能

够加快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而城市群的一体化

发展模式有利于整合区域创新资源实现对国外

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沿海地区城市群

城市既具备区位优势又具有市场规模优势,因而

更容易吸引国外投资和海外创新人才并引领我

国新质生产力发展。
2. 标准差椭圆分析

为揭示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中心

性、展布性及方向性,借用 ArcGIS10. 7 软件绘

制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标准差椭圆。
结果显示,2011—2022 年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的标准差椭圆重心向西南方向迁移。 从转

角变化、主轴标准差、辅轴标准差 3 个方面进一

步分析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可以更好地刻

画空间分布格局演变规律:从转角来看,2011—
2022 年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标准差椭圆

转变范围为 47. 83°至 48. 45°,表明中国新质生

产力发展指数空间格局基本呈现“东北 西南”
走向。 此外,2011—2022 年新质生产力发展指

数主半轴标准差由 11. 365
 

km 降至 10. 752
 

km,
辅半轴标准差由 7. 667

 

km 降至 7. 612
 

km,即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在主轴和辅轴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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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呈现收缩趋势,这意味着在新质生产力发展

过程中,发展要素呈现集约化、空间密集化分

布,即新质生产力增长极的形成促进了要素的

空间集聚,加深了空间分化现象。 可能的原因

是:当前我国正处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初期阶段,
新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新劳动者等新生产

要素仍然相对稀缺。 在这一阶段,部分城市凭

借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政策支持的共同作用率

先实现了新生产要素的原始积累并成为新质生

产力发展增长极后所产生的虹吸效应远大于溢

出效应,因此在短期内将持续吸引周围区域的

新生产要素流入,导致新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不

均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最终加深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空间分化现象。

五、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优化对策

　 　 本研究构建了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中国

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两

期修正混合距离 Luenberger 生产率模型测算中

国 284 个城市 2011—2022 年的新质生产力发

展指数,从要素投入集约和产出结构优化两个

维度揭示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支撑结

构。 研究发现:第一,12 年来,我国新质生产力

发展指数明显上升,支撑结构呈逐渐优化趋势,
由资本和经济增长组成的旧“双轮驱动” 向新

业态培育和发展均衡组成的新“双轮驱动”,再
到以新业态培育、数据要素和发展均衡组成的

“三轮驱动”转变。 上述结论凸显了研发投入

产出效率、数字经济发展、能源利用效率及自主

创新能力等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第

二,12 年来,三级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

数均有所上升,但是区域之间的异质性较为明

显,由 2011 年的“国家级城市群>区域性城市

群>地区性城市群”三级阶梯差异转为了 2022
年的“国家级城市群>区域性城市群≈地区性

城市群”二级阶梯差异。 三大城市群要素支撑

结构均有所优化,国家级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

发展指数支撑结构从“双轮驱动”转为“三轮驱

动”,区域性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支

撑结构由“单轮驱动”转为“双轮驱动”,地区性

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支撑结构由污染

治理和均衡发展主导的“双轮驱动” 转为污染

治理和能源主导的“双轮驱动”。 第三,新质生

产力发展指数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
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多

点镶嵌—极点散射” 的动态演化过程,且新质

生产力发展指数由“低水平、低差距” 逐步向

“高水平、高差距”转变。 此外,中国新质生产

力发展指数的空间格局基本呈现“东北 西南”
走向,主轴和辅轴方向上均呈现收缩,预示着新

增长极所带来的虹吸效应正在形成。 上述结论

凸显了区位优势、经济发展、区域间要素掠夺等

因素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鉴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要破约束

与补短板相结合,扫平新质生产力发展障碍。
近年来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呈现上升趋

势,且支撑结构向好发展,加之新质生产力发展

受到研发投入产出效率、数字经济发展、能源利

用效率及自主创新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为

进一步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方面要破除要

素投入约束和提高产出转化效率,持续优化经

济系统投入产出效率,减少资本、劳动力、能源、
新业态和数据要素的短缺问题,持续推进环境

污染和发展失衡治理力度,提升研发投入产出

效率,加快经济发展动能转化;另一方面,从支

撑结构来看,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支撑结构中

资本、能源和环境污染的短板效应凸显,应重点

从持续深化数字经济发展降低资本约束、支持

新能源产业发展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加快颠

覆性低碳技术突破等方面补齐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短板。
二是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促进新质生产

力发展。 鉴于各类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

数和支撑结构都存在明显差异,且这一现象与

各城市群的能源利用、数据要素生成获取能力

和人才流失状况密切相关,因此应选择差异化

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方案。 具体而言,对于国家

级城市群,能源的短板效应最明显,因此要加大

新能源技术应用推广及继续推进“东数西算”
工程和“西电东送”工程,缓解国家级城市群的

能源压力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对于区域性城

市群,数据要素的短板效应最为明显,应从完善

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数字产业培育、优化数字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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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营商环境、健全数据要素保障体制机制等方

面入手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补
齐数据要素短缺问题。 对于地区性城市群,劳
动力的短板效应最为明显,因此要尽快出台人

才引培政策、丰富社会职业培训和教育机会、强
化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三是要加强空间协调关联机制,全面推进

新质生产力发展。 鉴于区位优势、经济发展、区
域之间要素掠夺竞争等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

响,应在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引导的契机下进一

步降低要素的供需错配。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

加强跨域要素空间配置机制,依托飞地园区、虚
拟集聚、星期天工程师等要素效率提升模式促

进不同类型城市群之间的要素流动、共享;另一

方面,建议从国家层面出台《关于支持长三角

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建设新

质生产力发展引领示范区意见》,支持长三角、
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国家级城市群先试先行,
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策源地并通过新质生产力

发展试点经验共享辐射带动其他城市群新质生

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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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not
 

only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focus
 

point
 

for
 

realizing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dex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s
 

center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
 

Subsequently,
 

a
 

two-period
 

modified
 

mixed-distance
 

Luenberger
 

productivity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measure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dex
 

of
 

284
 

Chinese
 

cities
 

from
 

2011
 

to
 

2022,
 

and
 

the
 

support
 

structure
 

of
 

China’ 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dex
 

is
 

revealed
 

from
 

the
 

decomposition
 

viewpoint
 

of
 

the
 

dual
 

effects
 

of
 

factor
 

input
 

intensification
 

and
 

output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over
 

the
 

past
 

12
 

years,
 

China’ s
 

new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dex
 

has
 

risen
 

markedly,
 

and
 

the
 

support
 

structure
 

has
 

been
 

gradually
 

optimized,
 

from
 

the
 

old
 

“two-wheel-drive”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to
 

the
 

new
 

“two-wheel-drive”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the
 

cultivation
 

of
 

new
 

business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then
 

to
 

the
 

“three-wheel-drive”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the
 

cultivation
 

of
 

new
 

business,
 

data
 

elements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All
 

three
 

level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have
 

seen
 

an
 

increase
 

in
 

the
 

index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but
 

the
 

heterogeneity
 

between
 

regions
 

is
 

obvious
 

and
 

the
 

supporting
 

structure
 

varies.
 

Among
 

them,
 

the
 

driving
 

support
 

structure
 

of
 

national-level
 

urban
 

agglomerations
 

has
 

changed
 

from
 

“ two-wheel
 

drive”
 

to
 

“ three-wheel
 

drive”,
 

that
 

of
 

regional
 

urban
 

agglomerations
 

has
 

changed
 

from
 

“single-wheel
 

drive”
 

to
 

“ two-wheel
 

drive”,
 

and
 

that
 

of
 

district
 

urban
 

agglomerations
 

has
 

always
 

remained
 

“ two-wheel
 

drive ”,
 

but
 

the
 

dominant
 

factor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has
 

changed
 

to
 

pollution
 

control
 

and
 

energ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new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dex
 

shows
 

th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 multi-point
 

mosaic
 

-
 

pole
 

scattering”,
 

and
 

the
 

new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dex
 

gradually
 

changes
 

from
 

“low
 

level,
 

low
 

gap”
 

to
 

“high
 

level,
 

high
 

gap”.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removing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strengthening
 

the
 

mechanism
 

of
 

spatial
 

coordination
 

and
 

correlation
 

for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upport
 

structur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ivation
 

of
 

new
 

business
 

model

·631·


